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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目前中文舆论圈经常使用的“内卷”（involution）一词，来源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

尔茨的社会学著作《农业的内卷化 ：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①该词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本

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特定社会组织的复杂性程度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技术与科技上的真正

进步，只是在空耗社会资源。目前，这一术语已经开始泛指所有具有“过度竞争”特征的社会

现象（如互联网经济中教育领域的过度竞争）。但从哲学角度看，“内卷化”在词义方面的上述拓

展是带有一定风险的，因为格尔茨的原始讨论语境中所处理的农业生产领域，与目下很多评论

者使用“内卷”的社会领域，彼此是有着重要区分的，如在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当代社会中，对

于市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表象的营造，恰恰是这一逻辑运作之归旨，而且，按照这一逻辑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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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的评价方式，传统农业社会所出现的“内卷现象”已经被部分克服了。换言之，“内卷化”

并不是用以批评种种带有“过度竞争”特征的现象的合适概念标签。毋宁说，催生当下社会所

面临的种种过度竞争现象的根由在于 ：评价者对于竞争参与者的品质的数字化表征的重视，已

经压倒了对于这些特性的质性规定的重视，由此导致了“量”与“质”之间关系的全面颠倒。

而揭露这种颠倒的合适的理论工具，则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于“量”的本质的讨论，以

及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的联系点则在于 ：黑格尔对于“量”

与“质”之间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的相关政治经济学阐述的数学哲学基础，因为

马克思的理论所要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量”的外延化表达对于“质”

的内涵性本质的全面偷换。

为何说并非所有的过度竞争现象都是“内卷化”

任何严肃的学术讨论，都必须做到“名实相符”。而本节的讨论，将首先触及“内卷化”这

一“名”与各种“过度竞争”现象这一“实”之间的匹配问题。先从格尔茨对于农业内卷的讨论

说起。他区分了印度尼西亚农业生产的两种模式，即稻作模式与烧荒垦田模式。不仅生产流程不

同，地理分布亦迥异 ：水稻耕种模式主要分布在生活着四分之三印度尼西亚人的爪哇岛和巴厘岛，

而烧荒垦田模式则多分布在这些地区以外的次中心地带 ；烧荒垦田模式在荷兰殖民者手中发展出

了高效的出口农业，并呈现资本密集型方向特征。与之相较，稻作模式却因为荷兰统治者的外部

压力和人口增长导致的内部压力，无法向外拓展，而只能通过不断加强水稻种植的劳力投入的方

式来得到缓慢的增长。很显然，基于下述三个特征，格尔茨笔下的印尼稻作模式便构成了后世“内

卷化”叙事方式的某种具有潜在可拓展性的母型 ：第一，以人力投入为典型的资源投入方式本身

就是一种纯粹量的增长，而并不代表一种技术方面的真正进步 ；第二，在以稻作技术为典型的旧

技术与别的生产技术之间，存在着某种或隐或现的地理或者行业的界限，其使得旧技术无法得到

升级 ；第三，在以稻作技术为典型的特定的旧技术的束缚下，资源投入所导致的边际效用递减的

现象，会随着投入量的增大而变得越来越明显。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母型的可拓展性本身是基于如下四个前提 ：（甲）我们必须有相对明确

的标准来说明，为何一种特定领域内的技术增长是纯粹的量的增长 ；（乙）我们要有相对明确的标

准来判断，特定领域内的资源投入是否已经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效果 ；（丙）我们必须能够肯定 ：

对于被“内卷化”的领域内的从业者来说，在该领域内进行技术升级的客观可行性已经被封闭 ；（丁）

我们必须能够肯定，的确存在着某种与“内卷化”相对立的“非内卷化”的产业升级进路——否

则，“内卷化”这一标签就会因为应用范围太宽泛而失去自己的语用价值。很显然，在印尼农业

研究的语境中，这四个条件都是基本满足的。这是因为 ：首先，仅仅通过作物密植度的增加来增

加农业投入，显然没有为印尼稻作社区的生产方式带来任何质的改变 ；其次，由此带来的经济增

长难以抵消为之投入的劳力损耗——而这一点又可以通过印尼稻作人口的普遍贫困化得到例证 ；

再次，由于找不到别的生产方式，印尼的稻作社区的产业升级道路客观上被封闭了 ；最后，在这

种“内卷化”的叙事模式中，稻作模式得到了一种与之对比的“非内卷化”的对比物，此即与荷

兰人主导的全球化商业模式相互接驳的烧荒垦田模式。然而，在汉语舆论圈对于“内卷化”的下

述三个典型语用案例之中，以上四个条件未必都能得到很好的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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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案例一（关于互联网经济）：

一段时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来源于对互联网用户数量和数字化运用场景的开拓。但

走到了当前阶段，以量取胜的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国内互联网用户数量趋于阶段峰值，

互联网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少 ；另一方面，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上暂

时缺乏场景创新，对打造新消费模式的带动作用不足，这些企业缺乏新的利润增长点。着眼如是

瓶颈，掌握前沿技术的巨头企业不去破土开荒，反而跑马圈地，将大量资源投入生鲜社区团购方面，

固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水平，但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这段引文虽然没有直接出

现“内卷化”，但引文出现的文本本身的标题却出现了“内卷化”——引者注）。①

语用案例二（关于教育） ：

近年来，家长群引发的家校矛盾日益突出。11 月 11 日，光明网、中国青年网文章指出，家

长群中矛盾的背后，是“内卷”作用下的家校关系产生的变化。媒体指出，所谓“内卷”被称为

“凡人版军备竞赛”，任何无实质意义的竞争和内部消耗，皆可称为“内卷”。教育领域的“内卷”

就是教育体系内部不断增加教学的劳动投入来获得成绩增长，但教学的效率和结果都没有明显提

高。家校关系之所以走到了这个局面，不仅源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错位，更与过度的、无序

的教育竞争存在紧密关联。在现实中，不少家长群成了教师向家长布置“任务”的工具。很多家

长群显露的问题，并非家长群本身所制造的。放在大的教育环境中，在教育领域过度竞争的情况下，

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当前升学竞争出现的“内卷”趋势，让教师的工作压力急剧上升，

教师不得不把溢出的压力转嫁到家长身上 ；本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情绪，家长也对教师提

出了更多期待。②

语用案例三（关于文化娱乐） ：

作为 2020 年的流行语之一，“内卷”本意是指事物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

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综观近年各家卫视的跨年“大战”，“套路”是早

早官宣一批流量明星加盟吸引眼球，或在场地选择及灯光舞美上卖卖关子。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

年，但在辞旧迎新的跨年晚会上，劲歌热舞、“粉丝”追星依旧是主流，虽也有全民抗疫、脱贫

攻坚等元素穿插其间，但相关节目设计大多缺乏“巧思”，时代的“主角”遗憾地成为舞台上的“配

角”。跨年夜过后，各家卫视都有不少话题登上热搜，但这些热门话题无一例外都与流量明星有关，

晚会内容在一夜喧嚣之后仿佛早已被观众遗忘。③

笔者不想对上述三段引文所表述出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笔者也与上述引文的作者一样，认

为目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面相（如互联网经济、教育、文化事业）似乎都出现了“过度竞争”

的现象。然而，用“内卷化”一词去概括所有这些现象，却是有问题的。第一，前文所提到的条

件（甲）几乎在所有案例中都未被满足。具体而言，在“案例一”中，我们很难说，基于中国互

联网用户的庞大基数的中国数字经济的典型增长模式，仅仅是依赖对于某种单纯种类的资源——

如农业劳力的投入的。毋宁说，由于不同的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市场自身的需求多样性，不

同的互联网企业必须针对不同的用户与不同可能的商业应用场景，开发出不同的软件产品与相关

的售后服务，由此涉及的社会组织度与技术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稻作农业。类似的

分析也适用于“案例二”与“案例三”，因为教育资源的投入与文创产品的投入，也已经牵涉非

常复杂的社会机制（如教辅市场的运作机制）。第二，条件（乙）也没有真正被所有案例所满足。“案

例一”与“案例二”虽然都谈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案例三”中的显现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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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明显。毋宁说，“晚会内容在一夜喧嚣之后仿佛早已被观众遗忘”这一点本身是一个社会心

理学评判，而不是一个经济学评判，难以有力地说明为何对于流量明星的邀请没有带来预期中的

经济价值。第三，其实条件（丙）也没有真正被所有案例所满足。譬如，我们很难设想印尼稻作

区会不用增加农业人力投入来应对人口压力，因为对于特定的种植方式的锁定本身是受到某种铁

的生态学必然性的限制的。与之对比，我们却完全可以设想在不依赖流量明星的前提下去举办一

个娱乐活动， 因为对于流量明星的锁定效应，并未直接受到某种生态学必然性的限制。甚或条件

（丁）也没有得到上述这些案例完全的满足。不过，出于对理论铺陈的逻辑次序的考虑，我们会暂

时推迟对这一点的讨论。

由此看来，“内卷化”并不是贯穿上述大多数案例的真正的共相。真正的共相毋宁说是数字

化的表征的“齐一化外观”对于非数字化的社会生活体验的丰富性的扼杀效应。在“案例一”中，

这一共相的具体表现方式如下 ：网络经济的非风土化的数字化表征方式，正在全面蚕食线下商业

活动所带来的种种心理学乐趣（譬如，一个饕餮客在不借助任何美食推荐软件的情况下，在一座

陌生的小城独立探索美食的乐趣）。在“案例二”中，这一共相的表现方式如下 ：以分数为表现

方式的统一的学生评价模式，抹杀了那些难以被分数所刻画的学生的个性的发展方向。在“案例

三”中，这一共相的表现方式如下 ：明星（或者某些文化 IP）的流量的数字化表征形式，完全压

倒了对于文娱产品的内容质量的关注。毋宁说，在单一方向进行重复的资源性投入，仅仅是这种

数字化思维方式的副产品。相关的衍生路线可以被复原如下 ：（1）资源投入者先确定一个统一的

数量化刻画方案，以便衡量诸多的候选投资对象的属性（无论这一刻画方案是基于候选投资对象

的市场价值、分数还是网络流量）；（2）按照候选投资对象在上述数字化刻画框架中的次序，决定

资源投资的优先性次序，并由此决定哪些候选投资对象需要被牺牲 ；（3）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马

太效应”，得到优先照顾的投资对象便渐渐产生了“赢家通吃”的效果，由此锁定了以后的资源

投入路径。

很明显，虽然数字化表征的统治地位能产生某种类似格尔茨所描述的农业内卷化的效果，但

背后的动力学机制却是与之完全不同的。在格尔茨的叙述逻辑中，印尼稻作经济的“内卷化”现

象的对应物，乃是那种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运作相互接驳的烧荒垦田种植业。换言之，似乎按照

这种叙事逻辑，跳出“内卷化”陷阱的最终路径，便是对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服从。

但从更高的层次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其实就是确立货币所代表的抽象化数字力量对

于具体的人类劳动方式的统治地位，而且，亦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种数字化的统治方式在

制造了大量旨在克服内卷化的表面性市场繁荣之后，会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重新制造出与原始的

内卷化现象相似的某些“孪生现象”。换言之，只要数字化的统治方式本身不被颠覆，内卷化与

对于内卷化的反抗，终将达成合谋。此外，与原始的内卷化现象不同，这种借由自觉的数字化力

量而达成的“内卷化孪生现象”，是缺乏自己现实的对立物的，因为在对市场资源进行竭泽而渔

的榨取之后，已经被锁死的投资路径便无法在资本逻辑中找到新的突破可能性了。而与之相对比，

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至少还有“资本化升级”这一暂时有效的抗内卷化方案可用。所以，前述为

原初内卷化现象所满足的条件（丁），也不为“案例一”至“案例三”所涉及的内卷化孪生现象所

具备。

上面的分析已经初步说明了与资本合谋的数字化的思维方式对于一切真正反抗内卷化的努

力的扼杀机制。而面对这一数字思维与资本逻辑的隐蔽同盟，汉语学术界相对熟悉的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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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相对比较忽视的，则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于数字表征的虚假偶像

地位的批判。但在笔者看来，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相关批判，构成了作为黑格尔思想继承

者的马克思的相关批判的重要思想前史。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复习黑格尔的相

关微言大义。

黑格尔对于“数字拜物教”的批判

现代资本逻辑所衍生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便是任何事物或者事件都可以通过货币加

以定义和衡量，而相关的社会成员则对被由此标价的事物的标价——而不是被标价的事物或事

件本身——进行崇拜。这一现象，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由于货币本身往往是以数字的方式出现的，因此，商品拜物教往往也会采取“数字拜

物教”的形式，即认为事物的某属性的量化表征，具有比该事物本身更为神圣的地位。从哲学的

角度看，“数字拜物教”在西方思想史中的根苗可以上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数”的本原地

位的强调，以及出现时间稍晚的柏拉图主义对于“数”的理念地位的肯定。尽管数字拜物教本身

未必就会被升级为商品拜物教（譬如，柏拉图本人就强烈主张城邦的运行得服从德性的需要，而

不是金钱逻辑的需要），但对于数量化刻画的迷恋却可能会为商品拜物教的产生提供合适的思想

土壤。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在此之前的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

说得更具体一点，在其名著《逻辑学》中，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个对于数字拜物教的系统批判

方案，尽管这一批判的深刻意义还未被汉语学术界所普遍地认识到。

概而言之，《逻辑学》的主要任务，便是对日常语言中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思维组件——其哲

学名词为“范畴”或“纯粹思维规定”——进行系统化的语义关系梳理，以便勾勒出一张人类思

维范畴的谱系表。很显然，在这些范畴之中，有很多都是与数量表征有关的，比如“有一些上海

人的确也是喜欢吃辣的”，“所有的猫科动物都是哺乳动物”，“桌子上有三只苹果”，等等。然而，

也有很多表达并没有明确表达出对于量的涉及，比如“这只苹果似乎发霉了”①。很显然，黑格

尔既然要对人类的思维范畴的谱系进行梳理，就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关于事物的质的规定

（即“定性描述”）所涉及的范畴与关于事物的量的规定（即“定量描述”）所涉及的范畴之间，究

竟何者为本，何者为末 ；何者为源，何者为流？

对于上述问题，黑格尔的解答非常清楚 ：虽然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定性描述”与“定量描述”

都是针对同一事物的两种彼此独立的描述方式，但实际上，定量描述毕竟是从定性描述中衍生出

来的。②譬如，在孩童学数数的时候，对于任何数字的领会都需要以对于某些质方面的差异为前提。

举例来说，对于由两个“1”相加所构成的“2”的领会，就必须以领会代表第一个“1”的这个

苹果与代表第二个“1”的那个苹果之间的空间性差异为前提。但对于空间性差异的领会本身却

是定性的，换言之，领会者仅仅需要知道“这个与那个不一样”，却未必需要知道“这个与那个

在多大的量上不一样”。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面对一只疑似腐败的苹果时，我们首先只会从定性

的角度判断其是否可食用（这就牵涉到了“是”与“否”这两个最早在《逻辑学》中出现的范畴），

而一般不会更为精密地度量其腐败的面积的大小。

有人或许会说，上面的论证，只能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说明，对于精确的量的表征乃是在人

类个体智力发展的稍晚阶段所发生的，而不能说明定量描述本身不具备本体论意义上的那种基础

① 不 过， 从 现

代一阶谓词逻辑

的角度看，即使

是这个句子也牵

涉到了存在量词。

然而，至少在这

个句子中，量的表

征是不明显的。

② 黑 格尔：《逻

辑学》，梁志学译，

北京：人民出版

社，2002 年， 第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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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换言之，世界本身的运作，很可能就是按照某种隐蔽的数学原则而被组织起来的，尽管人类

对于这些原则的认识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智力准备。然而，黑格尔实际上却至少给出了四个论证，

反对赋予数字表征以本体论意义上的上述基础地位 ：

第一，量的第一种表现方式为“纯量”，如绵延的空间整体与时间整体所体现出来的连续的量。

在这种量中，虽然那种为数的出现构成前提的离散性也已经出现了，但是，离散性只是连续性的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某种与连续性分离的东西。①

第二，即使是像“5”“8”“64”这样的数字，其产生也是特定的数学关系的产物，如通过对

于“8”的自乘而产生“64”。正因为数字之间的这种复杂的衍生与被衍生关系的存在，我们无法

不加批判地将任何一个数字当作现成的数字偶像加以崇拜。②

第三，近代科学家对于物理世界的刻画大量使用了数学工具，然而这些工具要具有物理意义，

就必须与特定的物理学量纲相互结合。采用怎样的量纲，又取决于科学家们对于世界之运作机理

的哲学领悟。这一领悟本身显然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③

第四，即使是科学家对于世界的定量描述，也要分“内涵的定量”与“外延的定量”这两种。“外

延的定量”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指描述事物的属性的量化标签与特定的事物的可分离单位直接相

关。譬如，当我们说“5 个苹果”的时候，其中的每个苹果都可以被拿出来，而对别的苹果不产

生任何扰动 ；与之相对比，“内涵的定量”则是指对于事物的属性所具有的内隐的度的度量。譬如，

当我们说“这房间的温度有 20 度”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将这 20 度里的任何一度单独拿出来的。

很显然，内涵的定量是上文所提到的纯量的某种改头换面后的展现方式，因为这种定量的内隐性，

恰恰体现了客观事物在量的规定方面的某种连续性与不可分离性。换言之，正是因为内涵的量对

于特定事物的这种依附性，脱离对于特定事物的定性把握，而去抽象地崇拜其所具有的某种数字

化表征，在本体论上乃是非常荒唐的。④

我们不难从黑格尔对于质与量之间关系的上述讨论中，引申出对于当下社会中种种过度竞

争现象的哲学诊断。简言之，种种过度竞争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数字游戏的规则在起

作用，即忽略世界本身的纯量的基本存在方式，或是通过对于内涵的定量的掩盖，武断地使用

外延的量的显现方式来描述社会事物的一切运作方式。同时，这种描述又完全失去了学院意义

上的科学研究对于量纲选择的审慎性，其以随意发明量纲的方式来使计数工作变得更为便利，

由此使得数字化表征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具体而言，这些问题在教育领域内

的体现方式就是 ：（1）忽略被教育者的心理状态与智力状态在“纯量”层面上的复杂性与连续性，

刻意制造出彼此离散的数学区间来对被教育者的能力进行归类 ；（2）使这种归类得以可能的评判

框架本身又具有明显的任意性。比如，考试的题目设计与评分标准未必得到了严谨的认知心理

学研究的支持，而仅仅满足于“体现得分梯度”这一外在的目标 ；（3）片面的计数分类法无法得

到真实世界的反馈，而只能通过自我循环来自我强化（例如，对于学生能力的评价，只能通过下

一次考试的分数来得到确认，而下一次考试的设计逻辑却与上一次考试完全相同）。至于“引文

二”所提到的资源的重复投入问题，其根结也在于此 ：教育领域内的数字拜物教对于真实世界

的丰富性的屏蔽，导致任何一种不能在数字积分竞赛中得到内部反馈的资源投入方式，都会被

无情地牺牲掉，由此导致被教育者能力的千人一面。同样的分析也可以被轻松地沿用到对于目

前文娱产业的流量经济的考察中去。而在这个新的考察语境中，数字拜物教其实是以一种更为

变本加厉的方式出现的 ：一方面，对于网络流量的数字化表征能够更为顺利地为资本的野蛮性

① ② ④ 黑格尔：

《逻辑学》，第196

页， 第 199 页，第

200 页。

③  Hegel ,  T he 

S c i e n c e  o f  

L o g i c ,  e d i t e d 

and  t ransla ted 

b y  G e o r g e 

d i  G i o v a n n i , 

C a m b r i d g e : 

C a m b r i d g 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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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驾护航（因为与对于考生分数的数字化表征相比，使得网络流量得以被表征出来的整个社会机

制，更缺乏特定智力权威的约束与监管）；另一方面，在“流量经济”思维方式主导下，“外延的量”

（在此往往体现为文娱作品的网络点击率）对于“内涵的量”（即对于文娱作品的内在价值的评分）

的全面压制也变得更为明显。

不过，黑格尔的分析框架，只能帮助我们看清楚数字拜物教凌驾真实世界的异化现实，却不

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何这一异化现实会在今天以如此“摧枯拉朽”的方式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要回答后一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借力于马克思。

数字拜物教向商品拜物教转化的关键 ：私有制及资本的人格化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纯粹的数字拜物教未必会转换为商品拜物教，而仅仅为前者提供了必要

的思想土壤。而使得上述转化得以发生的其他条件，则是权力的介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

贡献，便是指出资本本身就是这样一种隐蔽的权力机制，因此，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批判是天然

具有政治批判的维度的。

不过，对于马克思的上述洞见的表述也会带来一个字面上的困惑 ：资本明明是抽象的力量，

它怎么会突然变成在现实世界中具有真正因果力的权力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

权力的基本构成进行梳理。权力的基本要素有三个 ：（甲）纯粹的质料力量，如一笔巨款所带来

的购买商品的巨大潜力 ；（乙）在一定的社会建制的担保下对于权力的所有者的指向，如一笔被

法院冻结在银行里的没有任何合法支配者的金钱，就无法构成任何权力 ；（丙）对于权力占有者

的正常认知能力的设定，如一个无法认知到金钱的作用的自然人，就无法通过拥有金钱来行使

相关的权力。很显然，前文提到的数字拜物教，只能满足对于上述要素（甲）的量的刻画，而

无法自动导致要素（乙）与（丙）的出现。但这两个在上节讨论中所缺失的环节，则在马克思

的政治经济学中都得到了补足。大致而言，马克思对于要素（乙）的讨论采用的是私有制批判

的方式，而他对于要素（丙）的讨论，则是以“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①这一著名断言为核

心命题的。或再用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语言来“翻译”马克思的微言大义，我们便可以说 ：

人类社会积累的抽象劳动为现实的经济权力的产生提供了质料，私有制对于法权占有者的确立

为经济权力的确立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要素，即抽象的个人实体，至于特殊的资本占有者的出

现，则为上述抽象实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运作提供了足够多的“触角”，也就是资本拥有者自身

的知、情、意等心理属性。

但说到这一步，新的困惑又出现了 ：为何纯粹的数量关系，能够在商品拜物教之中，与资本

占有者的心理属性构成紧密的同盟呢？难道在数量关系的客观性、永恒性与特定资本占有者心理

属性的偶然性、易变性之间，就没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吗？

实际上，这条界线只有在预设了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哲学的前提下才是“不可逾越”的，因为

这种数学哲学无非就是在理念论语境中对于数字拜物教的一种再包装罢了。正如前文中已经看到

的，早在马克思之前，数字拜物主义的虚妄性就已经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得到了揭露。而马

克思则在黑格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恰恰是资本家心理属性的某些特征，与数字拜物主义构成

了隐秘的合谋。

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体现在两个著名的断言之中。第一个断言是 ：“分工和私有制

① 马克思：《资本

论》 第 1 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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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①第二个

断言是 ：“资本的灵魂就是资本家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自身。”②这两

个断言，其实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数字拜物教是如何与资本增值的冲动相互结合的。下面便是

笔者对于背后的理路的重构 ：

首先，数字拜物教与人类的基本心理趋势具有某种契合性，即将相对复杂的物与物之间的横

向联系转换为相对简单地从物到概念的纵向联系。譬如，在数字领域，从“5 只苹果”与“5 个比萨”

中对于“5”的抽象，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对于感性事物之间的物理特征与时空关系的把握为代价的，

尽管这种牺牲的确能大大减少人类心智机器的运作负担。因此，数字拜物教是符合知性的某种潜

在的思维倾向的。

其次，分工的产生从社会建制的角度强化了上述思维倾向。这是因为，分工本身自然会带来

纵向的劳动管制架构的出现，并由此带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权力上的不平等与信息掌握方面的

不对称 ：具体而言，被管理者获得的是关于劳动的直接的、感性的却同时又是局域性的信息（比

如装修一幢别墅时所遇到的一些偶发问题），而管理者获得的乃是关于劳动的间接的、抽象的却

同时又是更具全局性的信息（比如装修这幢别墅，到底需要多少劳力投入）。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

性一方面鼓励了私有制的产生（因为对于劳动进程信息的抽象进程的掌握，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控

制权）；另一方面，这又为更加复杂的数字拜物教形式的出现准备了社会建制方面的土壤。因为

既然数字拜物教本身能够进一步强化前面所提到的那种纵向控制架构，此类控制架构的掌权者，

自然就会以“乐观其成”的态度，来期待此类拜物教思想在全社会的弥漫。

再次，资本家对于抽象资本的无限增值的渴望，本身便是私有制条件下数字拜物教与人类心

智固有秉性之间的另一种彼此加强方式。一方面，资本的天然数字化形态大大减少了经济权力的

操控者对于物质世界的操控成本 ；另一方面，人性中固有对于掌控更多资源的攀比欲望，也会因

为不同经济权力的种种数字形态所具有的抽象可比较性，而得到全面的鼓励。

概而言之，商品拜物教与单纯的数字拜物教之间的关系就在于 ：它通过社会建制方面的相

应升级，使得数字拜物教的“恋物癖仪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并通过相应的意识形态

构建，使得处在这一意识形态环境中的诸多社会个体意识觉得 ：商品的交换价值反倒就是事物

自身的真正的核心属性。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才不能满足于像黑格尔那样，在纯粹学

院哲学的意义上去批判数字拜物教。相反，他要诉诸对使得商品拜物教得以出现的社会现实进

行“武器的批判”。

然而，市场经济万能论的持有者或许还会对马克思的上述诊断提出这样的反驳 ：正是因为资

本本身的抽象性，它才能有资格进入各个行业领域进行增值，并在供求关系杠杆的作用下，制造

出惊人的市场丰富性。对于这一点，笔者并不怀疑，所以笔者也认为对于农业语境中的“内卷化”

现象的直接克服手段，的确就是诉诸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分工体系。然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产品

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外延的定量”的增长上，却未必落实为“内涵的定量”的增长上（举个

例子来说，现在的消费者一方面都会普遍觉得肉禽市场上的鸡肉供应比过去多了很多，另一方面

却又经常抱怨现在的鸡肉没有过去的好吃）。看得更深一点，对于外延的定量的片面追求，其实

是通过如下两个机制来影响内涵的定量的提高的 ：

其一，抽象市场份额的比较机制。换言之，依据资本投入产出比最大化的原则，压制任何不

能带来更大市场份额的产品生产计划，由此使得产品供应种类走向趋同。由此一来，同一跑道内

① 《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 3 卷，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60， 第37 页。

② 马克思：《资本

论》 第 1 卷，第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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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竞争便只能走向过度，由此引发恶性价格战，以及对于员工权益的进一步盘剥。

其二，生产时间的压缩机制。一方面，各种产品的生产有自己的周期，原创性技术产品研发

的周期又会非常之长 ；另一方面，资本运作的循环周期（这往往体现为银行借贷的循环周期）却

是固定的。资本的这种固定的运作周期会倒逼各个行业去改变自身的运作节奏，从而使得具有较

大不确定性的长远投资项目失去支持。由此，在纯粹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对未来可能生活

的创新性尝试就会遭遇到某种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以上两个机制，或许能够说明 ：为何在已经克服了低级的农业“内卷”的现代市场经济中，

还会出现大量貌似“内卷”的“孪生内卷”现象。而对于这两个机制的理解，又是以对于黑格尔

的数字拜物教批判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解为前提的。考虑到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框

架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格尔茨讨论印尼农耕业的原始社会学语境，用格尔茨的“内卷化”概念来

涵盖如此丰富的社会现象，的确是一件非常勉为其难的事情。而这一点也印证了黑格尔哲学的一

个核心论点 ：用知性科学的概念来僭越地对那些只能在哲学层面上浮现的共相进行把握，必然会

导致这样或者那样的立论疏漏。

引申性讨论

很显然，“内卷”是一个就其本义而言涵盖面并不宽广的概念。而依据笔者浅见，目下汉语

思想界对于这个词的泛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基于此词的隐喻色彩所具有的强烈感染力。具体

而言，仅仅从汉语的字面意思而言，“内卷”其实兼有“内耗”与“席卷一切”的语义，此种心

理图像颇能切中目下中国中产阶级在面对各种激烈的社会竞争时所感受到的急切的焦虑与深深的

无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思想界对于“内卷”的误用虽然需要从学理层面予以澄清，但

是，对于“内卷”的泛用本身却已经不是一个学术事件，而是一个准社会学与准传播学事件。故此，

这一现象所反映的问题，也需要加以社会学与传播学层面上的诊疗。

那到底该怎么进行治疗呢？前文已经指出，商品拜物教与数字拜物教的合谋，乃是使得当

下种种过度竞争现象得以浮现的根本原因。要彻底、迅速地击败此二者的强大同盟，固然是不

现实的，但是对于该同盟的某种削弱性策略，却依然有施展的空间。具体而言，既然量纲的简

单化（以及由其带来的世界图景的简单化）乃是数字拜物教能够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

我们就要在相关事项的评价标准方面引入更加丰富的评价标准。譬如，在 2021 年的全国两会中，

已经提出了“碳中和”的量化减排目标，以此对冲“唯 GDP 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

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协调化。仿照同样的思路，在教育领域，我们也要提

出一些更为切实的指标防止教育负担的不断加重，如全国中小学生的最少睡眠时间的保证红线。

另外，我们还需要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合作，开发出合理有效的问卷方式，对民众对于自己

生活的满意度进行更为客观的调查，以便为社会治理的有序进行提供更为可靠的社情民意。在

这个问题上，开发出的衡量量纲越丰富，我们看待社会发展的维度也就会变得越丰富，社会资

源按照某一维度的要求进行集中投入的风险也就会被降得越低。换言之，在社会评价领域，我

们也需要有足够的想象力，以便能提出类似于“碳中和”这样的新概念，由此实现“内卷焦虑

中和”。

编辑　张　蕾　屠毅力　特约编辑　阮　凯



178     总第三七七期

Digital Fetishism : The Essence of Involution
Xu Yingjin

Abstract: “Involution” is a sociological term used to describe a specific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of rice, but 
it is currently used in a generalized way, generally referring to any social phenomenon of excessive competition. 
This generalization is faced with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risks. In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the use of “involution” by 
sociologists, the overcoming of “involution” is often based on the substitution of market economy for natural economy 
as a medium. However, many so-called “involution” phenomena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re precisely the derivative 
consequences of capital logic operation. Therefore, the correct diagnosis of many so-called ‘involution’ phenomena at 
present must adopt another discourse framework. Hegel’s criticism of “digital fetishism” in Logic and Marx’s criticism 
of “Commodity fetishism” in Capitalism will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is discourse framework.
Keywords: involution; digital fetishism; commodity fetishism; quantification of connotation; quantification of 
extension; personality of capital

Towards “Post-somaesthetics”
——A Theoretical Discrimination of the Debate on “Body Aesthetics”

Yang Jie & Duan Chao
Abstract: Body has always been at the center of aesthetics, and it is easy to become the focus of contention of different 
aesthetic schools. “Neo-practical aesthetics”and “somaesthetics” engaged in a debate on the issue of “which is 
noumenon: body or practice”. The body and practice are dialectically united. In posthuman age, body problems turns 
into the trinity problem of the body-technology-world, it is necessary to aesthetic research to change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to post-body, transcending the aesthetics of the anthropocentrism and going toward post-somaesthetics. Under the 
ethical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st-somaesthetics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anthropocentrism of “beauty 
for man” and advocate the post-humanism of “beauty by man”.
Keywords: body aesthetics; practical aesthetics; post-body aesthetics; aesthetic path

Calculation, Algorithm and Computing Power: National Computing Logic Based on Information
Han Zhiming & Liu Huayun

Abstract: The clarity of social facts is a prerequisite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ts essence is the national calculation 
process centered on information. Modern countries has continued to promote the clarity of social facts, and has 
developed a distinctive logic for national calculation. We can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of national comput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calculation, algorithm and computing power, and make a theoretical portrait of the information practic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o be more specific, using diversified symbols or codes, calculation identifies social facts, 
established the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finance, goods, things and data, and establishes the position 
and scale for social facts. Algorithm selects and integrates different parameters and indicators as well as analyz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fact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asks. Computing power is 
the ability of the state to measure and calculate social facts, and it’s also what makes portray and manipulate social facts 
clearly possible. Computing power determines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lculation, 
algorithm, and computing power constitute the basic dimensions of national computing and provide a basic frame of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echnical logic of national governance.
Keywords: digital age; national computing; calculation; algorithm; computing power; information

Algorithmic Justice and Order 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ng Qingling & Zhu Yue

Abstract: The algorithm has become the key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chang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maker of the new order. However, as a new type of right and wealth distribution tool, the abuse, misuse, and monopoly 
of algorithm are also repelling and marginalizing others while empowering someone. Algorithmic bias mainly come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formation mechanisms: original bias, learning bias and exogenous bias. Being different from 
general bias, once the algorithmic bias is formed, it is difficult to eliminate and easy to produce social amplification 
effects. The governance and rule of algorithm biases need to follow the four principles: authorization and consent,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nd compensation, and prioritizing human value and dignity. Furthermore, establishing 
communication bridges and control mechanisms between algorithm developers, users, sellers, communicators, and 
managers, so as to minimize the algorithm damage and bias, and form an algorithm order with fairness and justice.
Keywords: algorithmic politics; algorithmic discrimination; algorithmic bias; algorithmic justice; algorithmic order

The End of “Embedded Liberalism”
——The Democratic Crisis in the We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ocratic Sociology”

Sun Guodong


